
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

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民族认同延续的重要情感

机制。从构建现代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角度来

看，将“民族的历史”追溯至辉煌的古代文明是十

分普遍的现象。①伊朗拥有 2500年悠久的帝国历

史，而以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
元前 550—前 330年）为代表的波斯帝国及其开创

者居鲁士大帝（Cyrus II, 公元前 559—前 530年在

位）则成为伊朗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凝聚民族情

感、增强民族认同而不断挖掘和整理的历史记忆，

以“伊朗之父”加以尊崇的居鲁士则更加生动地彰

显着这一历史记忆在伊朗人心中的独特地位。“波

斯帝国”的辉煌遗产得益于近代以来西方对古波

斯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伊朗政治文化精英对于

西方研究成果的主动引进、接受与改造。在 1850

年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被翻译成波

斯语之前，有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记忆对于

伊朗人而言更像是被神话式历史观念所笼罩的“迷

思”。②而从伊朗人长期将波斯波利斯遗址称作塔

赫特·贾姆希德（Takhte Jamshid），即传说中的神王

贾姆希德之王座来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精确记

忆在前现代伊朗人自身历史传承中处于明显的缺

位状态。③如果再参考伊朗民族诗人阿布·卡西

姆·菲尔多西（Abu Qasem Ferdowsi, 940—1020年）

的《列王纪》（Shahnameh），便会发现西方历史传述

中声威赫赫的“第一波斯帝国”在伊朗史诗传统中

被长期遗忘的历史事实。④

在成熟的现代伊朗学和西方古史研究体系

下，古代伊朗历史由米底—阿契美尼德—帕提亚—

萨珊四个王朝构成的序列早已被奉为“真正的信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项目批准

号：LSYZD21021）子课题“新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杰：《传统的发明》，顾航、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 15~17页；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4~11页；安东尼·史密斯：《民

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3页。

② Judith A. Lerner,“Ancient Persianism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an: The Revival of Persepolitan Imagery under the Qajars”, in R.
Strootman & M. J. Versluys, eds., Persianism in Antiquit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7, p. 116.

③ Omar Coloru,“Once were Persians: The Perception of Pre-Islamic Monuments in Iran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in R. Stroot⁃
man & M. J. Versluys, eds., Persianism in Antiquity, pp. 87~106.

④ A. S. Shahbazi, Ferdowsi: A Critical Biography, California: Costa Mesa, 1987, p. 116.

近代早期至 20 世纪伊朗对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发现 *

马 超 黄 民 兴

[摘 要]历史记忆的形塑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发现与

重建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产物，其中既有东方学家释读碑文与考古挖掘的实证研究，也有民族主义驱动下伊

朗精英的政治构建与宗教诠释。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现代伊朗的发现与重建是通过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是解构

了中古波斯人的神圣历史观，使《列王纪》中凯扬王朝从“信史”转化为后世层累创作的民族史诗；二是将阿契尼

美德王朝重新纳入伊朗历史传统之中。通过梳理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不同时期的挖掘过程，不仅可以重现波斯

帝国遗产在现代伊朗社会乃至全球学术中得以被构建和接受的历史过程，亦可以管窥古代历史与建构国家认同

之间的互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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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在《列王纪》和所有近代以前的波斯—伊

斯兰历史叙事体系中，萨珊王朝之前的伊朗历史

则是由一系列具有神话色彩的君主和英雄们演绎

的凯扬王朝（Kayanids）史充当。①在波斯史学作为

伊斯兰史学分支兴起之前，伊朗的历史书写传统

始终处于口头史诗传统（Oral Epic Tradition）的支

配之下，②这就导致了中古波斯人对前萨珊历史的

精确记忆逐渐被遗忘。然而，以菲尔多西《列王

纪》为代表的凯扬王朝叙事体系则不断完善，并

得到中古波斯-伊斯兰史家的一致认同和续写。③

因此，前现代伊朗对波斯帝国历史记忆的传承，

从狭义上看，仅指菲尔多西《列王纪》及其他中古

波斯-伊斯兰史著中所保留的前伊斯兰记忆，而阿

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在这条记忆线中并没有任何

清晰可辨的位置。在《列王纪》中唯一可能与阿契

美尼德王朝有关的两位君主达拉一世（Darab I）和

达拉二世（Darab II）以及亚历山大征服伊朗的事迹

都被划入凯扬王朝的序列之中。④

近代以降，随着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

484—前 425年）《历史》和菲尔多西《列王纪》在欧

洲知识界的普及，对古代伊朗历史充满研究兴趣

的早期东方学家们，致力于调和两条叙事脉络并

试图构建可靠的伊朗古史分期。在这一时期，菲

尔多西的《列王纪》和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

史》对东方学家而言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两种伊朗

古史记载都被作为重建古波斯历史的重要史学材

料。随着 19世纪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希罗多德

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叙事上升为“信史”，

而菲尔多西的凯扬叙事则被还原为口头传述的民

族史诗。伴随着波斯波利斯考古工作的全面展

开，东方学家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实证研究得到

进一步完善，而作为帝国奠基者的居鲁士则逐渐

被巴列维王朝的民族主义者构建为唤醒民族自豪

感的“伊朗国父”。然而，这一历史实践的具体细

节是传统伊朗现代史研究和叙事话语所忽略的。

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前现代波斯帝国历史记忆

传承路径的多线考察，结合近代东方学与民族主

义互动的历史背景，勾勒还原阿契美尼德王朝遗

产在伊朗被重新发现的历史进程。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

遗忘与凯扬王朝历史记忆的生成

伊朗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阿契美尼德王

朝，即一般意义上的“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

并没有历史文本书写的史学传统。留存至今记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文献主要来自希罗多德等

希腊史家。由于古代伊朗长期盛行口头史诗传

统，帝王英雄的功业主要通过吟游诗人（Gosan）代

代传唱。⑤这种述而不作的传统，使得帝国历史在

政权更替、王朝兴衰以及外征内乱的历史进程中

不断被改写。直至 11世纪初菲尔多西在汇集伊朗

历代史诗基础上完成《列王纪》时，中古波斯人对

前萨珊时代的历史记忆已被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事

迹所覆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古史序

列中的伊朗王朝体系与伊朗民族史诗所传颂的王

朝体系之间的不同呢？近代以来这两种迥然不同

的历史叙事在伊朗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又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厘

清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前现代伊朗的传承路径和

特点，解析阿契美尼德帝国记忆在前现代伊朗被

遗忘的真正原因。

许多学者将伊朗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断裂的

原因归结为历史上外族征服导致的文献灭失，这

种观点忽视了“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在前现

代伊朗历史记忆传承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因此我

们有必要深入探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阿契美尼

德王朝在前现代伊朗历史记忆中缺失？首先，在

萨珊王朝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所著述的中古波斯语

文献中，亚历山大东征期间“焚毁波斯古经、屠杀

祭司”并最终灭亡了波斯帝国，而亚历山大也被诅

咒为“杀祭司者”（Slay the Priest），甚至称其销毁了

① Touraj Daryaee,“National History or Keyanid History? The Nature of Sasanid Zoroastrian Historiography”, Iranian Studies, Vol. 28,
No.3/4(1995), pp. 129~141.

② Prods. O. Skjærvø,“The Importance of Orality for the Study of Old Iranian Literature and Myth”, Nāme-ye Irān-e Bāstān 5, Nos.1-2
(2005-2006), pp. 9~31.

③ Sholeh A. Quinn, Persian Historiography across Empires: The Ottomans, Safavids, and Mugh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07~154.

④ Ahmad Tafazzoli,“Dārā(b) (1)”, in Encyclopædia Iranica, Originally Published: December 15, 1994. Last Updated: November 15, 2011,
https://iranicaonline.org/articles/darab-1, 2022-9-26.

⑤ Mary Boyce,“The Parthian Gosan and Iranian Minstrel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89, Nos.1-2(1957), pp.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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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一万两千张牛皮纸上的波斯古经《阿维斯塔》

（Avesta）。①而《阿维斯塔》真正汇编成书是在公元

4—6世纪的萨珊帝国中后期，因此认为阿契美尼

德王朝时期就有成熟的《阿维斯塔》书面文本是难

以想象的，亚历山大毁经说显然是萨珊帝国官方

政治宣传的产物。②从波斯波利斯和苏萨的考古

发掘来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书写文件”基本上

都是帝国行政管理的相关文书，如建筑用料、工酬

支付、税收贡物和驿站配给等，其主要的书写载体

是不怕火烧的泥板，记述内容相对单一。从波斯

波利斯卫城所出的档案（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记录中也并没有任何出自知识分子之手、

记录帝王功业史实的“历史文献”。③如果亚历山

大焚毁波斯帝都时有这样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存在，

现代考古发掘应当会有所发现。从古代近东的历

史传统来看，帝国王室和祭司书吏阶层长期垄断着

“文字表达”的权力，纪念帝王武功的铭文石碑 /泥
板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历史书写”形式。而阿契美

尼德王朝的书写传统无疑受到巴比伦-亚述传统和

琐罗亚斯德教观念的深刻影响，所有关乎王朝的重

大事件皆以官方授权的形式铭刻于山崖浮雕和纪

念建筑之上，其中最典型者便是大流士一世留下的

《贝希斯敦铭文》。基于此，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历史

没有诉诸文献的历史基础，也就无法保存这一王朝

精确的历史记忆了。而中古波斯文士阶层将这一

结果完全归咎于亚历山大征服，显然有失偏颇。

其次，从伊朗自身文化传统来看，前萨珊时代

伊朗本土文献的缺失其实也是波斯人“自己”造成

的。“口头传统”自阿维斯塔时代起便是古代伊朗

知识精英所奉行的基本宗旨，琐罗亚斯德教祭司

重视记忆和口诵经文，而“书写（nevisht）”是被当时

的社会所鄙视和排斥的。历代宫廷和地方贵族麾

下的吟游诗人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唱帝王和英

雄事迹，亦不会诉诸纸笔。这就使得萨珊王朝建

立之初，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于当时的波斯人而言

只剩下可以瞻仰的伟大纪念建筑，作为王朝称号

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ae）和居鲁士、大流士这

样的阿契美尼德君主及其事迹则成为只有地中

海、希腊罗马世界和犹太人才知晓的“外部传承”

式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萨珊帝国

并没有视自己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也不在

与罗马帝国交往过程中提及任何“阿契美尼德故

事”，反而将自己打造为神话传说中凯扬王朝继承

者的真正原因。④在萨珊帝国琐罗亚斯德教正典化

进程（canonization）的逐步展开以及拥有书面经典

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宗教影响下，萨珊帝国的精英

阶层开始对波斯人的宗教经典以及历史记忆书面

化付诸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体现萨珊帝国自身

神圣历史观的凯扬王朝系统便浮出水面，成为萨珊

时代以来伊朗人历史记忆中的“正典”和“信史”。

从《列王纪》呈现的凯扬王朝叙事来看，凯扬

时代的伊朗社会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明君圣

主行为的理想化、善恶斗争的“政治化”“地缘化”

和“永恒化”。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贯穿于凯扬王

朝历史的全部，其主线便是以法里东（Fereydun,
阿维斯塔语 Thraetona）、凯·哥巴德（Kay Qobad，阿
维 斯 塔 语 Kavi Kauwatta）、凯·卡 乌 斯（Kay
Kawus）、凯·霍斯鲁（Kay Khosrow,阿维斯塔语Ka⁃
vi Haosrauua）为代表的凯扬明君圣主与伊朗世仇

图兰人（Turanians）的斗争史。其中，法里东在铁

匠卡维（Kavi，即 Kay的阿维斯塔语形式）的辅佐

下推翻蛇王暴君佐哈克（Azhi Dahak），曼努切赫

尔（Manuchehr）击杀图尔（Tur）和萨尔姆（Salm），

凯·霍斯鲁擒杀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Afrasiab）为

夏沃什（Siyawush，阿维斯塔语 Siyawarshan）复仇

构成了凯扬王朝光辉事业的三个高潮顶点。⑤从

① Josef Wiesehöfer,“The‘Accursed’and the‘Adventurer’：Alexander the Great in Iranian Tradition”, in Z.David Zuwiya, ed., A Com⁃
panion to Alexander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 E.J.Brill, 2011; G.Wirth,“Alexander und Rom”, in Oliver Reverdin, ed., Alexandre le
Grand: Image et réalité,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Tome XXII, Vandæuvres-Genève: Fondation Hardt, 1975, pp. 181~210.

② Prods. O. Skjærvø,“Truth and Deception in Ancient Iran”, in Carlo. G. Cereti and Farrokh Vajifdar, eds., Ataš-e Dorun: The Fire With⁃
in: Jamshid Soroush Soroushian Commemorative Volume, Bloomington: First Books Library, 2003, pp. 383~434.

③ Richard Treadwell Hallock, The 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Abdolmajid Arfaee, Perse⁃
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Fortification and Treasury Texts, Ancient Iranian Studies v. 5., The Center for The Great Islamic Encyclope⁃
dia, Tehran, Iran, 2008.

④ Richard Nelson Frye,“Achaemenid Echoes in Sasanian Times”, in Heidemarie Koch and D. N. MacKenzie, eds., Kunst,Kultur und Ge⁃
schichte der Achämenidenzeit und ihr Fortleben, 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Ergänzungs,band 10, Berlin: Dieterich Reimer
Verlag, 1983, pp. 247~252.

⑤ Prods.O. Skjærvø,“Eastern Iranian Epic Traditions I: Siyavash and Kunala”, in Jay Jasanoff, H.Craig Melchert and Lisi Olivier, eds.,
Mir Curad: Studies in Honor of Calvert Watkins, Innsbrucker Beitr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1998, pp. 54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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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来看，每一次正义对邪恶的

胜利都是一次对宇宙的“净化”和“重生”，其目的

在于加速救世主的降临并实现阿胡拉·马兹达光

明天国的许诺。凯扬王朝这种叙事逻辑与内涵

完美契合了伊朗人的口头史诗传统以及《阿维斯

塔》所传承的善恶永恒斗争观念。凯扬王朝时代

诸王的英雄事迹充分体现了伊朗琐罗亚斯德教

宇宙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所有

的后世伊朗君主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楷模典范。

凯扬君主的名字和事迹，基本上来自《阿维斯塔》

中的神话英雄，①因此凯扬王朝本质上是萨珊帝

国将远古的阿维斯塔记忆“历史化”的结果。②另
外，凯扬王朝的世界并非伊朗一国主宰，而是呈

现罗马（Rum）、伊朗（Iran）、图兰（Turan）“三分天

下”的地缘政治格局，③这实际上是对萨珊帝国自

身政治现实和国际环境的能动反映。自帕提亚

时代开始，伊朗便与中亚游牧人和地中海世界的

罗马—拜占庭帝国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这种斗

争关系在萨珊帝国时期发展至成熟稳定的形态，

并促使伊朗人在历史记忆中将中亚和东地中海

的敌对文明分别标识为“图兰（Turan）”和“罗马

（Rum）”。这种对“他者”和敌对势力的斗争观念

能够提供一种向心力，并为子孙后代提供神话和

记忆，从而在族群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动员上产生

深远影响。④由上可知，凯扬王朝是萨珊时代的

伊朗人为了构建前萨珊时代历史书写空白而构

建的口头历史（Oral History），并在 10—11世纪新

波斯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运动影响下实现了书面

化、正典化，从而成为前现代伊朗人所认知并接

受的“信史”。

我们可以认为，《列王记》中传承的凯扬王朝

历史观念是一种基于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神

圣历史观（Perspective of Sacred History）。在这一

神圣历史观的指导下，凯扬君主通过战胜威胁伊

朗的“邪恶势力”达到“宇宙净化”的目的，并加速

“末日救赎”（Frashokereti，本意为“净化”）的到

来。在中古伊斯兰时代，随着新波斯语在帝国精

英阶层的广泛传播，《列王纪》所宣扬的凯扬历史

观被各突厥-波斯伊斯兰王朝所接受，“模仿凯

扬”成为“波斯化世界（Persianate World）”普遍存

在的政治文化现象。从罗姆苏丹国（Rum Sultan⁃
ate）的小亚细亚到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的

印度次大陆，凯扬君主的名号得以广泛流传，并

对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萨法维帝

国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⑤而中古伊斯兰

时代的波斯历史书写，则完全继承延续萨珊帝国

的凯扬历史观念，将凯扬王朝的记忆凝固为前萨

珊时代波斯历史演进的“实相”，由此凯扬诸王史与

《列王纪》中的萨珊帝国史一道成为近代以前伊朗

乃至东部伊斯兰世界所接受的“信史”。在凯扬记

忆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伊朗人的政治传统

和文化记忆跨越了不同时代，从而得以将萨珊时代

的政治文化和《阿维斯塔》传承的琐罗亚斯德教历

史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此时的波斯文明。

二、凯扬王朝神圣历史观的

嬗递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发现”

由于波斯人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忆在萨珊

帝国时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中世纪前期的穆斯

林史家对于萨珊帝国以及前萨珊时代波斯历史的

认知皆依赖于萨珊帝国精英所构建的凯扬历史叙

事以及基于凯扬叙事所创作的《众王之书》（Khwa⁃
daynamag）。根据萨珊王朝留下的凯扬史书写，对

于凯扬王朝中的神话诸王，中古穆斯林史家尝试

将其与《古兰经》里面的神圣历史时间线进行统

合，从而调和波斯的“凯扬传统”与神圣历史观，使

二者实现“同步化（Synchronism）”。⑥10世纪，泰伯

里（al-Tabari）和巴拉米（al-Bal’ami）在各自的史

著中将俾什达德王朝（Pishidad,本意为“立法者”，

可视为凯扬王朝的“前奏”，波斯人的神王初祖时

代）君主曼努切赫尔（Manuchehr）的年代比定为与

① Jean Kellens,“L’Avesta comme source historique: la liste des Kayanides”, Acta Antiqua Hungarica, Vol. 24(1976), pp. 37~49.
② Theodor Nöldeke,“Kayanier im Awestâ”, ZDMG 32(1878), pp. 570~572.
③ Harold Walter Bailey (ed., trans.),“To the Zamasp-Namak”, I-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6 (1930-1932).
④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⑤ Marilyn Waldman, Toward a Theor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 Case Study in Perso-Islamicate Historiography, Ohio: The Ohio State Uni⁃
versity Press, 1980.

⑥ Prods Oktor Skjærvø, ed.,“KAYĀNIĀN xiii. Synchronism of the Kayanids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in Iranica Encyclopedia, Origi⁃
nally Published: January 1, 2000, Last Updated: May 16, 2013, https: // iranicaonline. org/ articles/ kayanian-xiii，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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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先知摩西同时代，①而凯扬王朝开国君主

凯·戈巴德则与所罗门（Solaymān）国王同处一

时。②到了 11世纪，兼通希腊罗马史学和波斯-阿
拉伯史学的比鲁尼（al-Biruni，978—1056年）开始

对希罗多德的阿契美尼德叙事和萨珊王朝的凯扬

记忆进行调和。比鲁尼将凯扬开国君主凯·戈巴

德的时代比定为新亚述帝国君主阿萨尔哈东（Es⁃
sarhaddon）之后的时期，凯扬名王凯·霍斯鲁（Kay
Khosrow）则被比定为《圣经》中解放犹太人的古列

什（Koresh）国王。而当时尚不知道古列什即居鲁

士的比鲁尼，选择将希罗多德笔下的阿契美尼德

王朝开创者居鲁士（Cyrus）比定为凯扬君主卢赫拉

斯布（Luhrasb）。③而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波斯史家

米尔洪德（Mirkhwand）则认为大卫（Dāwud）和所罗

门与凯扬君主凯·卡乌斯（Kay Kavus）同时代。④

穆斯林史家从犹太人的圣经传统中获知了阿

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以及诸位君王的名号，便

开始尝试将凯扬王朝中君主与释放犹太人回耶

路撒冷的居鲁士联系起来。例如泰伯里的《历代

先知与帝王史》，便将属于凯扬王系的贾马斯普

（Jamasp）作为《圣经》中居鲁士（Kireš）的父亲，构

造出了 Kireš b. Jāmāsb b. Asb这个“凯扬-阿契美

尼德”混血儿。由于希罗多德所保存的阿契美尼

德王朝的记忆在中古波斯社会已经完全消失，将

犹太圣经传统中的居鲁士“嫁接”进凯扬王朝便成

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当时的波斯-阿拉伯史家并

不知道犹太圣经传统中的居鲁士实际上属于一个

已经被波斯人完全遗忘的伟大王朝——阿契美尼

德王朝。可以说，11—15世纪，中世纪西欧以及东

方伊斯兰世界对希罗多德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叙事

的认知都较为模糊，但是以萨珊王朝《众王之书》

和《列王纪》为“蓝本”构建的凯扬-萨珊式（Kaya⁃
nian-Sasanian）的波斯王朝谱系在伊斯兰世界深入

人心，最终成为中古穆斯林史家（包括波斯史家）

和近代早期波斯人所完全接纳的“信史”。

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西方学者首先通过

引进拜占庭希腊学者的著作“发现”了希罗多德的

阿契美尼德王朝叙事，然后又通过菲尔多西《列王

纪》的西文译本知晓了伊斯兰世界波斯人自己所

接受的“凯扬记忆”。因此从近代早期开始，两种

分别继承自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萨珊-伊斯兰传统

的历史记忆开始被西方学者所了解。但直到 19世
纪初，西方学者仍然普遍认为，《列王纪》中的凯扬

诸王史是信史。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始终没

有放弃将凯扬诸王与西方古典史学叙事中的米

底、阿契美尼德诸王进行比对和勘同。如启蒙运

动时期的学者托马斯·赫德（Thomas Hyde）便认

为，米底诸王其实都带有“凯（Kay）”的称号，其含

义为“显著的（illustris）”，而凯扬叙事中的戈什塔

斯普（Goshtasb）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

一世的父亲叙斯塔斯佩斯（Hystaspes）。⑤另一位

对调和凯扬-阿契美尼德双线记忆做出努力的西

方学者是著名的“印欧语系之父”——威廉·琼斯

爵士（Sir William Jones）。琼斯认为，《列王纪》中

的凯扬名王凯·霍斯鲁就是希罗多德笔下征服了

整个亚细亚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士，

而Cyrus和Kay Khosrow仅仅是同一个王名在希腊

语和波斯语中的不同拼法而已。不仅如此，琼斯

还试图将《列王纪》中的俾什达德—凯扬王系与亚

述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德波斯人进行勘同。对

《列王纪》中的凯扬叙事深信不疑的琼斯坚信是古

希腊史家“制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并将许多

阿契美尼德波斯君主的名字进行了错误的转写，

如将卡姆巴克什转写为“冈比西斯（Cambyses）”，

将常见的波斯王名如希尔沙（Shir-Shah，波斯语意

为“狮子王”）或什鲁耶（Shiroe, Širuya,萨珊君主卡瓦

德二世的本名）转写为“薛西斯（Xerxes）”，等等。⑥

进入 19世纪初，法国学者康斯坦丁·弗朗索

① Moḥammad b. Jarir Ṭabari, Ta'riḵ al-rosol wa’l-moluk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3, Ehsan Yar-Shater, ed., trans. by William M.
Brinn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1～30.

② Abu ‘Ali Moḥammad Amirak Bal‘ami, Tāriḵ-e Bal‘ami, Moḥammad-Taqi Bahār ed., Tehran：[s.n.],1962, pp. 130~132; Bal’ami,“Tarja⁃
ma-ye Tāriḵ-e Ṭabari az Abu ‘Ali Moḥammad Bal‘ami”, trans. by Hermann Zotenberg, in Abu ‘Ali Moḥammad Bal‘ami, Chronique de
Abou-Djafar Mo'hammed-Ben-Djarir-Ben-Yezid Tabari, 4 Vols，Paris: Librairie Maisonneuve，1867-1874.

③ Abu Rayḥān Biruni, Ketāb al-āṯār al-bāqia ‘an al-qorun al-ḵālia, in Eduard C. Sachau, ed., As Chronologie orientalischer Völker von
Albêrûnî, Leipzig: F.A.Brockhaus 1878;另外，路易·H.格雷（Louis H. Gray）认为卢赫拉斯布的时代相当于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

撒二世时期。参见Louis H. Gray,“Kai Lohrasp and Nebuchadrezzar”,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25(1904), p.347.
④ Moḥammad Mirḵᵛānd, Tāriḵ-e rawżat al-ṣafā, 11 Vols., Tehran:[s.n.], 1959-1972.
⑤ Thomas Hyde, Veterum Persarum et Parthorum et Medorum religionis historia, Oxford:Clarendon Press, 1760, p.XXIII.
⑥ William Jones,“The Sixth Discourse: on the Persians”,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Instituted in Bengal, for In⁃
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2, 1790, pp.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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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沃尔尼（Constantin-François Volney）进一步指

出，《列王纪》中的凯扬王朝就是希罗多德笔下的

米底人，其证据是米底名王库阿克萨列斯（Cyrax⁃
ares）的名字 Ky-axar包含凯扬君主的必要称号

Kay。①沃尔尼还将凯扬君主凯·卡乌斯的父亲

（Aphra）比定为米底国王弗拉欧尔铁斯（Phraortes），

希罗多德提到的米底末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ag⁃
es）则被比定为凯扬传统中长期与伊朗为敌的图兰

王、一度夺取过伊朗王位的阿弗拉西亚布（Afra⁃
siab）。1829年，著名英国伊朗学家、东印度公司军

官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在其波斯史著作

中放弃了之前学者的调和论，选择将《列王纪》中

的凯扬叙事与希罗多德的阿契美尼德叙事分开阐

述，不作刊同，并着重强调了凯扬王朝历史叙事的

重要地位。②可以看到的是，虽然中古穆斯林史家

和近代早期西方学者都尝试去调和这两种历史叙

事，但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③希罗多德的阿契

美尼德叙事与《列王纪》中的凯扬记忆实际上难以

在同一历史时空中进行调和与勘同，因为希罗多

德《历史》和菲尔多西《列王纪》的创作方式和生成

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天差地别的。希罗多德撰写的

是同时代的波斯史，他本人便生活于阿契美尼德

帝国统治的时代，因此可以对当时的历史（居鲁士

建国不超过希罗多德出生前一百年）进行较为准

确的回忆、搜集和记述。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

的时代（11世纪初），萨珊帝国已经灭亡近四百年，

波斯人对前萨珊历史的记忆完全依赖于《众王之

书》所提供的凯扬王系。因此，《列王纪》从创作

起，就具有层累叠加的史诗书写特征，其提供的俾

什达德—凯扬—萨珊王系经过萨珊王朝以来口头

史诗传统的不断累加，最终凝固化、正典化为中古

波斯人真实的“历史记忆”。④

19世纪上半叶以来，在一批如格罗特芬德

（Grotefend）、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等东

方学家的相继努力下，贝希斯敦铭文的内容逐渐

被成功破译，铭文上关于大流士一世登基并平定

叛乱的内容与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相关记载十分

吻合，西方学界对古波斯史的研究从此进入实证

史学阶段。亨利·罗林森将贝希斯敦铭文翻译成

波斯语后，阿契尼美德王朝进入了 19世纪恺加王

朝（Qajar Dynasty, 1794—1925年）的历史视野之

中，而随着考古学与东方学对阿契美尼德王朝遗

址的挖掘与研究，波斯帝国的实证化过程对传统

凯扬王朝的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历

史进程也深深地影响了 20世纪伊朗民族主义精英

的文化记忆观念和族史重构实践。

三、从亨利·罗林森到赫兹菲尔德：

东方学与阿契美尼德研究的实证化

184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军官、著名的“亚述

学之父”亨利·罗林森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

表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完整译文。⑤该铭文以古波

斯语、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和埃兰语完整记述了

大流士一世登基平叛的过程，其内容与希罗多德

《历史》中的记载几乎一致。贝希斯敦铭文的横空

出世使得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

记载得到考古证据的坚实支持，而《列王纪》中的

凯扬王朝历史书写则逐渐被西方学界界定为“史

诗”而非“信史”。亨利·罗林森的学术生涯对其弟

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的影响不言而喻，

乔治·罗林森在其兄研究的基础上于 1862—1875
年完成了三部代表性作品：1862—1867年完成的

《古代东方世界的五大君主国》（The Five Great
Monarchie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World）、1873年以

帕提亚王朝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东方第六大君主

国》（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以及 1875
年以萨珊王朝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东方第七大君

① Constantin-François Volney, Chronologie d’Hérodote, conforme à. son texte, pt. 2: Empires des Assyriens et des M.des: Prise de Troie,
selon les annales de Tyr et de Ninive; Époque de Ninus, selon les Arabes homérites; Époques de Zoroastre, de Zohak, de Féridon, etc.,
prouvées par Hérodote, Pari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pp. 287~301.

② John Malcolm, The History of Persia, 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Govern⁃
ment, Usages, and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Kingdom, London: J. Murray et., 1829, pp. 501~511.

③ Johannes Hertel, Achaemeniden und Kayanid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Irans,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24.
④ A. Mani Irannejad,“Kavis in the ancient national Iranian tradition”, Iranica Antiqua, Vol.55(2020), pp. 241~277.
⑤ Henry C. Rawlinson, The Persian Cuneiform Inscription at Behistun, Decyphered and Translated with a Memoir on Persian Cuneiform
Inscriptions in General, and on that of Behistun in Particular I, London:[s.n.], 1846; Henry. C. Rawlinson,“The Persian Cuneiform In⁃
scription at Behistun, Decyphered and Translated; With a Memoir on Persian Cuneiform Inscriptions in General, and on That of Behis⁃
tun in Particul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0(1848), pp.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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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The Seven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①鲜
为人知的是，乔治·罗林森还是近代西方第一个对

希罗多德《历史》进行权威英译的学者。可以说，

随着 19世纪 60年代之后希罗多德《历史》在欧洲

知识界的普及与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内容的广为

人知，伊朗在前萨珊时代的政治史面貌逐渐清晰

起来。从 19世纪初西欧波斯史“奠基人”约翰·马

尔科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前萨珊时代伊朗历史

的基本框架完全按照《列王纪》中俾什达德王朝—

凯扬王朝—萨珊王朝的顺序展开，这也是当时伊

朗人对自身古代历史的基本认知。而 1875年乔

治·罗林森的《古代东方第七大君主国》著作集出

版完成之后，米底—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

的伊朗古史王朝体系得以形成，并成为西方学界

对于古代伊朗历史演进的基本共识。在伊朗古史

体系重新确立的过程中，阿契尼美德王朝完成了

对凯扬王朝的“替代”，使得希罗多德的波斯史叙

事成为信史，而《列王纪》则逐渐转变为伊朗人口

耳相传的民族史诗。

西方学界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发现”在贝希

斯敦铭文传回伊朗知识界之后，对近代伊朗民族

主义思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进入 19世纪，

在英俄殖民帝国的扩张打击下，恺加王朝治下的

伊朗不断丧失领土，西方帝国也不断加强了对伊

朗经济的渗透，伊朗君主愈发软弱无力，这促使伊

朗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源，

并在这种探索和反思中觉醒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萌

芽。②为了重振民族自信并在西化改革过程中获

得伊朗民众对恺加王朝的认同，纳赛尔丁国王

（Nasir al-Din Shah, 1848—1896年在位）开始大力

支持西方国家在伊朗的考古发掘活动，希望通过

发掘伊朗伟大的过去来证明波斯人曾经的文明与

辉煌。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纳赛尔丁国王于

1882年将伊朗苏萨遗址考古发掘的垄断权授予法

国。1884—1886年，法国考古队在马歇尔·德拉福

（Marcel Dieulafoys）的带领下对苏萨遗址进行了系

统的考古发掘，并将大部分文物运回卢浮宫。④伊
朗珍贵文物流落海外激起了当时民族主义知识精

英的义愤，纳赛尔丁国王被迫于 1888年向法国政

府提出抗议。作为补偿措施，法国政府于 1889年
邀请纳赛尔丁国王访问巴黎卢浮宫，国王得以参

观了苏萨出土的最新考古文物。1895年，对法国

重拾信任的纳赛尔丁国王决定将伊朗全国境内的

考古遗址发掘垄断权授予巴黎。1897年，法国政

府成立了“法国驻波斯科学代表团（Delegation sci⁃
entifique Franfaise en perse）”，并以雅克·德摩根

（Jacques de Morgan）为团长，全权负责在伊朗境内

的考古工作。⑤纳赛尔丁兜售考古垄断权以及三

次旅行欧洲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伊朗国内的社会

矛盾，民族主义者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博弈以及对

恺加王朝专制统治的反抗成为这一时期伊朗社会

的突出现象。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伊朗先后爆发反烟草专

卖运动和立宪革命，而 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

极大地刺痛了伊朗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唤醒愚

昧落后的伊朗民众，当时的民族主义精英们便开

始使用波斯帝国的伟大历史作为爱国诗歌的重要

题材，如恺加王朝末期著名的民族主义诗人马利

克·舒阿莱耶·巴哈尔（Malek al-Shu’araye Bahar）
便在其作品中写道：

哦，伊朗人！伊朗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曾

经被大流士统治的美好土地，如今却暴露在尼古

拉沙皇们的贪婪之下。列王所统治的土地，如今

却被魔鬼所摆布。伊斯兰的激情在何处？对祖国

的热爱又在何方？我勇敢的同胞们，你们为何如

此沉默？伊朗的命运在你们手中！伊朗的命运在

你们手中！⑥

1911年俄国在伊朗立宪革命期间出兵占领了

伊朗的阿塞拜疆后，巴哈尔以阿契尼美德王朝开

创者居鲁士、凯扬君王凯·哥巴德以及凯·卡乌斯

为素材，创作了强调伊朗光辉历史与民族尊严的

诗歌，他悲怆却又充满号召力量地写道：

① G. Rawlinson, The Seven Great Monarchie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World, Vol.1～7: Chaldaea; Assyria; Media; Persia; Parthia; The
Sassanian or New Persian Empire, 1862-1875,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4.

② Ali M. Ansari,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Ir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6~37.
③ J. Dieulafoy, En mission chez les Immortels: Journal des fouilles de Suse 1884~1886, Paris: Phebu, 1990, pp. 22~23.
④ E. Gran-Aymeric, and J. Gran-Aymeric. Jane Dieulafoy: Une vie d’homme. Paris: Perrin, 1991, pp. 139~181.
⑤ A. Mousavi,“Jack de Morgan and Excavations at Susa”, Irani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in Persian), Vol.25(1992), pp.
9~13.

⑥ Y. Aryanpour, From Saba to Nima: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Persian Literature, Tehran: Ketabha-ye Jibi (in Persian), 1971,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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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黄昏的阿塞拜疆，为这片处于黑暗笼

罩中的土地而哀悼哭泣。我亲吻这片被玫瑰染成

血红色的土地，又来到阿扎尔·古沙斯普的祆祠遗

址，在火庙前静静矗立。在那片已成废墟的穹顶

大厅下，你是否还能感受到凯·哥巴德和凯·卡乌

斯的灵魂在召唤？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曾经灵光

福佑的国王们，王冠王座的拥有者，埃克巴坦那和

伊斯塔赫尔的众王之王们，曾在这片土地获得无

上的荣耀与自豪。这里曾是居鲁士时代我们的士

兵路经之地，国王和勇士们扎营露宿之所，如今却

成为叛乱分子盘踞之地！①

通过巴哈尔这首诗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凯

扬传统、琐罗亚斯德教以及阿契美尼德记忆都已

经成为伊朗民族主义话语重要的文化资源。凯·

哥巴德和凯·卡乌斯作为《列王纪》传统中的凯扬

明君率先出现，而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

士则在稍后的位置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凯扬传

统的文化记忆与新“发现”的阿契美尼德记忆相

比，仍然在当时伊朗人的心目中占据着突出的位

置。居鲁士此时虽然已经被用于民族主义精英的

反帝国主义叙事，但仅仅是加入了伊朗历史上的

“列王”序列中而已，并没有独特之处。1921年礼

萨汗（Reza Khan）政变上台之后，巴列维王朝开启

了对阿契美尼德帝国遗产的大规模发掘与重塑活

动，其结果便是居鲁士被宣扬为整个雅利安民族

的骄傲，更被视为伊朗人的民族之父。在巴列维

王朝复兴阿契美尼德遗产的过程中，伊朗与西方

国家的联合考古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中德国伊朗学家恩斯特·赫兹菲尔德（Ernst Her⁃
zfeld）和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戈达（André Go⁃
dard）的贡献尤为突出。赫兹菲尔德在伊朗最重要

的考古发掘工作便是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仪式

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系统发掘，而同时期以礼萨

汗、哈桑·皮尔尼亚（Hassan Pirnia）、阿卜杜勒侯赛

因·帖木尔塔什（Abdolhossein Teymourtash）和穆罕

穆德·阿里·福鲁吉（Muhammad Ali Foroughi）等伊

朗民族主义精英为代表组建的“国家遗产协会

（Anjoman-e Asar-e Melli）”对相关的考古工作给

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文物保护以及具有

历史内涵的纪念建筑方面。②

在近代以前，波斯人对古代伊朗帝王留下的

大型纪念建筑并没有清晰连贯的历史记忆，阿契

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在法尔斯留下的宫殿遗址

和纪念浮雕被当地老百姓附会为《列王纪》中的英

雄鲁斯塔姆和古代伊朗神王贾姆希德所建。17世
纪去过波斯的西班牙旅行家加西亚·席尔瓦·福维

罗阿（García de Silva Figueroa）在参观伊朗人所称

的“四十柱宫（Chehel Minar）”遗址时，开始猜测这

便是希罗多德记载的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③但
当时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完全失忆的伊朗人根本没

有任何关于波斯波利斯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概

念，《列王纪》和《圣经》故事中的著名人物才是当

地人长期深信不疑的遗址归属。1881—1882年，

法国探险家尤金·福兰丁（Eugene Flandin）和帕斯

卡·科斯特（Pascal Coste）在探访波斯波利斯遗址

时，利用当时最新的照相技术拍摄了宫殿遗址的

彩色照片并出版了有关的考古报告。④随着波斯

波利斯重见天日，法国东方学界和伊朗政府对波

斯波利斯遗址的兴趣日益浓厚。巴列维王朝的建

立者礼萨汗迫切希望通过对波斯波利斯的考古挖

掘重建伟大的伊朗历史，从而为其建立世俗化的

伊朗民族国家而服务。1923—1925年，赫兹菲尔

德在巴列维当局的支持下对伊朗全国境内的考古

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⑤1925年，赫兹菲尔德向

礼萨汗提交了值得深入调查发掘的遗址名单，而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和波

斯波利斯遗址则成为重点发掘对象。⑥

1930—1935年，赫兹菲尔德与埃里克·施密特

（Erich Schmidt）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先后展开 8个
季度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并于 1939年由埃里克·施

密特主编出版了《波斯波利斯的宝藏和阿契美尼

德人故乡的其他发现》（The Treasury of Persepolis

① Y. Aryanpour, From Saba to Nima: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Persian Literature (in Persian), pp. 132~133.
② Talinn Grigor,“Recultivating‘Good Taste’: The Early Pahlavi Modernist and Their Society for National Heritage”, Iranian Studies,
Vol.37, No.1(2004), pp.17~45.

③ C. Wade Meade, Road to Babylon: Development of U.S. Assyriology, Brill Archive, 1974, pp. 5~7.
④ Ali Mousavi,“Persepolis in Retrospect: Histories of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t the Ruins of Ancient Passch”, Ars Ori⁃
entalis, Vol.32(2002), pp. 209~251.

⑤ Margaret Root,“The Herzfeld Archive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11(1976), pp. 119~124.
⑥ Ernst Herzfeld,“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von Pasargadae 1928 ”(in German), 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Vol. 1
(1929), p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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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Discoveries in the Homeland of the Achae⁃
menians）。①赫兹菲尔德团队的考古发现使得阿契

美尼德王朝历史研究摆脱了对希罗多德单一叙事

的依赖，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②

在波斯波利斯考古成果的基础上，美国芝加哥大

学东方学院教授艾尔伯特·T.奥姆斯特德（Albert
T. Olmstead）在 1948年出版了 20世纪最有影响力

的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研究著作《波斯帝国史》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③至此，阿契美尼

德王朝作为古代伊朗研究的一个成熟领域开始登

上欧美东方学研究的广阔舞台，成为古代近东历

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有趣的是，

在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中，关于凯扬王朝

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关系，奥姆斯特德选择了巧

妙的处理方式，即将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叙斯塔斯

佩斯（Hystaspes）比定为赞助先知琐罗亚斯德传教

的凯扬名王凯·古什塔斯普（Kay Goshtasp），④由此

实现了凯扬王系与阿契美尼德王系的“完美调

和”。而为了辅助证实大流士王系的凯扬渊源，奥

姆斯特德对贝希斯敦铭文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尖

锐的质疑和批判。大流士推翻高墨塔上位后所宣

传的血统叙事被奥姆斯特德论证为刻意的虚构，

这便在无形中贬低了大流士在古代伊朗名王序列

中的地位，为居鲁士在伊朗国内“垄断”阿契美尼

德帝国之父的形象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四、居鲁士的回归：20世纪伊朗民族主义

精英对阿契美尼德遗产的接受与内化

尽管波斯波利斯的考古发掘为阿契美尼德

王朝在伊朗重见天日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并成为

20世纪巴列维王朝复兴古代伊朗文化遗产的坚

实基础。但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均表明一个事

实，即波斯波利斯是大流士所建，与居鲁士无关。

和大流士及其后波斯诸帝完成的波斯波利斯宫殿

建筑群相比，居鲁士时代的旧都帕萨尔加德显得

不仅朴素，而且逊色很多。从历史事实来看，居鲁

士建立的波斯帝国并不稳固，而大流士大刀阔斧

的改革才使得帝国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军事和经

济基础。因此，大流士本应该作为阿契美尼德王

朝最突出的帝王符号被现代伊朗民族主义精英所

接受。但是由于他不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

主且其上位过程扑朔迷离，使得以奥姆斯特德为

代表的美国东方学家对其持质疑与批判的态度，

最终让大流士与国父之名失之交臂。居鲁士能够

“战胜”大流士成为巴列维王朝政治精英最青睐的

民族符号，这与古典希腊作家对居鲁士形象的美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古希腊史家色诺芬创

作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将居鲁士塑造

成了一个具有完美道德和出色能力的伟大君主

并使其形象在西方广为流传。另外，色诺芬也是

第一个在其著作中提到居鲁士被帝国臣民视为

“父亲”的古代作家：

那些被他（居鲁士）征服的臣民，得到（居鲁士）

的优待和尊重，帝国臣民自视为他的孩子，并将他

视作父亲一样。除了居鲁士，还有什么人在推翻了

一个帝国之后，死时被他所治理的人民冠以“伟大

父亲”的称号呢? 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

一个给予者的名字，而不是一个索取者的名字! ⑤

在古希腊作家笔下，居鲁士“仁慈父亲”和大

流士“精明政客”的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客观上

为居鲁士在后世西方长期保持正面化的形象塑

造了有利的文化传统。⑥随着 1879年居鲁士圆筒

印章（Cyrus Cylinder）的发现，这位阿契美尼德王

朝建立者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性”，而居鲁士圆

筒印章则被伊朗民族主义精英称为世界历史上

① Erich Schmidt,“The Treasury of Persepolis and Other Discoveries in the Homeland of the Achaemenians”, Oriental Institute Communi⁃
c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② Kamyar Abdi,“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n Ira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05, No. 1
(2001), pp. 51~76.

③ A. T.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107; A. 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

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136页。

④ 奥姆斯特德对叙斯塔斯佩斯和古什塔斯普的比定勘同，主要建立在赫兹菲尔德对琐罗亚斯德生平研究的基础之上。参见

Ernst Herzfeld,“Vishtāspa”, in J. J. Modi, Dr. Modi Memorial Volume: Papers on Indo-Iranian and Other Subjects, Bombay:Fort Print⁃
ing Press, 1930, pp. 183~205.

⑤ Xenoph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trans. by Henry Graham Dakyns and revised by F.M. Stawel, London & New York: Dodo Press,
2008, pp. 262, 296.

⑥ Peter Ross Bedford, Temple Restoration in Early Achaemenid Judah, Leiden: Brill, 2001,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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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人权宣言”。①著名的居鲁士圆筒印章由

伊拉克著名考古学家霍尔木兹德·拉塞姆（Hor⁃
muzd Rassam）在伊拉克巴比伦遗址的阿萨吉拉神

庙地基中发现，主要讲述了公元前 539年居鲁士

大帝兵不血刃占领巴比伦的过程以及对新征服

地区的统治政策，其重点则是表达对巴比伦宗教

政治传统的恢复和尊重。②根据大英博物馆研究

人员的解读，居鲁士圆筒印章主要反映了阿契美

尼德王朝对巴比伦-亚述传统的继承，其行文体

例和用语习惯看不出任何波斯影响的痕迹。居

鲁士在印章中表达了对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

（Nabonidus）因背离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而遭马尔

都克神（Marduk）所抛弃的谴责，而自己则是马尔

都克神拣选的重新让巴比伦人安居乐业的救世

新君。③这样的铭文体裁在之前亚述帝国君主的

印章中非常普遍，因此许多学者对居鲁士圆筒印

章的“现代性”持保留和批判的态度。④然而，对

于迫切需要阿契美尼德遗产为自己统治提供合

法性的巴列维王朝君主而言，居鲁士圆筒印章的

“现代”意义可以说是非凡的。在 1967年巴列维国

王穆罕默德·礼萨沙（Muhammad Reza Shah）为推

动社会改革而出版的《伊朗白色革命》（The White
Revolution of Iran）一书中，穆罕穆德·礼萨沙将居

鲁士称为现代政府理念的奠基者，并称自己的政

府是按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模式组建的。⑤不仅

如此，国王还在书中极力宣扬居鲁士圆筒印章的

世界历史意义：

帝国的历史开始于居鲁士的那份著名的宣

言，因为他在这份宣言中提倡人权、正义和自由，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闪耀的文件之一。居

鲁士是……给予臣民自由表达意见和其他基本权

利的统治者。⑥

《伊朗的白色革命》出版后的 1968年，联合国

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穆

罕默德·礼萨沙在大会上自豪地宣称“居鲁士圆筒

印章所彰显的核心价值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的理念相得益彰”。⑦1971年，穆罕默德·礼萨沙为

纪念波斯帝国建立 2500周年而精心筹划的庆典堪

称巴列维王朝阿契美尼德遗产复兴工程的顶峰。

国王选择1971年作为“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可

谓别出心裁，因为这等于将居鲁士大帝去世的公元

前529年作为波斯帝国建立的“元年”。通过将居鲁

士与巴列维政权之间的2500年历史的“神圣化”，伊

朗民族主义精英成功构建了居鲁士的国父形象，而

居鲁士之后的众多波斯帝王则在伊朗政权官方的

纪念仪式中黯然失色。至此，居鲁士初步完成了

古典作家笔下“仁慈父亲”形象的现代化和民族化

转型，并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世俗民族主义政治

意识形态中象征古代遗产的核心符号。⑧探析以居

鲁士为代表的阿契美尼德历史记忆如何塑造伊朗

民族认同的过程十分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考古学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虽然居鲁士国

父形象的塑造有利于巴列维王朝崇古主义的推行，

但如何调和波斯帝国遗产与伊斯兰征服后的历史

遗产成为日后伊朗构建民族历史认同的核心议题。

对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而言，古代历史

遗产在现代社会得以彰显的最佳途径是被塑造成

对公民可见的有形纪念物。通过建造国家博物馆

储存和展示这些文物，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忆构成

了伊朗国家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契美尼德王

朝的遗址和文物在 20世纪的伊朗被充分纳入国家

政治文化的宣传话语之中，其中一部分成为国旗、

货币和邮票上的符号，还有些内容则在伊朗爱国

主义歌曲中被传颂，借助这些文化路径，阿契美尼

① John Curtis,“The Cyrus Cylinder: The Creation of an Icon and Its Loan to Tehran”, in Irving Finkel, ed., The Cyrus Cylinder: The Great
Persian Edict from Babylon,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 8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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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Josef Wiesehöfer,“Kyros, der Schah und 2500 Jahre Menschenrechte. Historische Mythenbildung zur Zeit der Pahlavi-Dynastie”, in
Stephan Conermann, ed., Mythen, Geschichte(n), Identitäten Der Kampf um die Vergangenheit (in German), Schenefeld/Hamburg: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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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帝国的历史画面在现代伊朗民族文化记忆中被

成功移植、扎根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

五、结 语

由此看来，现代伊朗对波斯帝国看似连续实

则曲折的传承链条背后，蕴含着本土传统与外来

因素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的复杂逻辑。简单地认为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和文化自古以来始终是伊

朗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符合中古波斯历

史书写与记忆传承以“凯扬-萨珊”历史观念为核心

的本土传统。事实上，现代伊朗对波斯帝国阿契美

尼德王朝的精确历史记忆是在近代东方学与伊朗

民族主义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发现与接受的，以“居

鲁士大帝”为代表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遗产与文

化记忆并非中古以降波斯-伊斯兰社会自身连续传

承的历史产物，民族史诗《列王纪》中所述的凯扬王

朝长期代替着波斯帝国并被视为民族真正的历史，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记忆仅仅在希腊史家和犹

太圣经传统中被“外部保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

初伊朗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之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

历史遗产逐渐进入伊朗政治界、知识界和宗教界精

英的视野，并成为与《列王纪》传统并驾齐驱的历史

记忆资源。巴列维王朝两代君主发起了规模宏大

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文化复兴工程，通过与东方学家

的合作，多方主体共同推动了波斯帝国研究的成

熟，与此同时也将居鲁士的国父形象深深地植根于

现代伊朗人的民族精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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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Persian Empire Memory in Iran from Early Modern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

Abstract: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was the prod-

uct of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t includ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orientalists interpret-

ing inscrip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Iranian elites driven by nationalism. The dis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in modern Iran was realized from two aspects. Firstly, deconstruct the sacred view of history of the

Persians in the Medieval Ages, transforming the KaiYang Dynasty from the“faithful historical account”in

the Kings to the national epic crea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Secondly, reincorporate the Achaemenid Dynasty

into the Iranian historical tradition. The summary for the excavation process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in different periods can not only reproduc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heritage of the

Persian Empire was constructed and accepted in modern Iranian society and even global academia, but also

glimpse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Persian Empire, Historical Memory, Achaemenid Dynasty, Nationalism, Ori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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